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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中国社会抗争的离场介入
———基于“乌坎事件”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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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抗争的行动者已呈现多元化，包括直接参与者、在场旁观者和离场
介入者，离场介入者尚未引起国内研究者的注意。通过对“乌坎事件”的个案研究发现，离场介入
者并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同在场抗争者具有互动关系的行动者。离场介入者对抗争事件同样
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离场介入者借助多元信息渠道获取话语权，对在场社会抗争诉求与

议题产生影响，在横向和纵向上扩展抗争空间影响社会抗争进程，从而具有间接塑造抗争剧目、避
免过激行为、平衡在场抗争各方力量的作用。研究表明，离场介入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抗争的一种新
动向，同时也是研究社会抗争事件不可或缺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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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利益相关者到离场介入者

行动者塑造社会抗争事件，是社会抗争理论分

析的起点。在当代中国农民抗争行为的研究中，李
连江和欧博文将抗争者的行为解释为“依法抗
争”①，即“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
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

侵害的政治活动”②。于建嵘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民
社会抗争较之李连江等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征: 更

具有主动性和政治性。于建嵘提出“以法抗争”，即
“抗争者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者’
为辅”，其中“‘以法’是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
武器”。③应星认为，农民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走向
要复杂于于氏的分析，因为“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
制在表达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权宜性，在组织上具有

双重性，在政治上具有模糊性”④。吴毅认为，农民
维权的发生机制“除了主体利益受损和权利意识程
度等因素的作用，还必然要受制于主体生活其中的

制度、社会和人际关系网络”⑤，即农民利益表达受

到“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董海军认为，
以上研究“落入俗套地强调强势者力量的强大决定
作用，而对弱者在维权抗争中的力量却未予以足够

的重视”⑥，提出“弱者身份”显示出的“弱者的力
量”。
以上研究主要是将抗争行动者区分为强弱势，

进而分析强弱之间如何博弈。从李连江到吴毅是
从强者政治学的视角来分析弱者的社会抗争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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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⑥

Lianjiang Li and Kevin J．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Ｒe-
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1996，22( 1) ;
Kevin J． O’Brien． Ｒightful Ｒesistance． World Politics，1996，
49( 1) ．
③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
学研究》2004 年第 2 期。
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
案的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 年第 2 期。
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
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载《社会学研
究》2007 年第 5 期。

⑦ 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
政治》，载《社会》200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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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海军则从弱者政治学的视角来分析社会抗争。
无疑，无论从强势者的角度还是从弱势者的角度来

研究社会抗争，均是考察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这些研究延续了查尔斯·蒂利的研究视角，即探寻
政府与政治行动者的互动，除此之外的行动者仅被

认为是动员的对象。
然而，在直接利益相关者之外还存在旁观者，

由这些旁观者引起的冲突，于建嵘称之为“泄愤性
冲突”，即“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绝
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

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

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①。“泄愤性冲突”从旁观者
的角度分析社会抗争，然而局限于心理机制②的研

究抽离于与社会抗争直接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社会抗争的行动者并未被以上研究囊括。随

着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的生活方式与联系方式发生

了深刻的改变。其中，重要的表现之一是人类突破
了空间距离阻力( 此种突破不同于信件、交通工具、
电话等，因为它同时实现了即时性和多对多的联

系③) ，极大地增强和扩大远程控制对社会抗争事件

影响的强度和广度。其重要表现之二是网络产生
了人类“生活”的新空间———虚拟空间。在此空间，
社会抗争将斗争燃烧至此，作为抗争行动新的栖

息地。
一直以来，互联网被当做动员和缓解集体行动

困境的工具，其中离场的个人和组织则成为被动员

的对象。首先，网络的技术特性有利于动员，“有些
网站的设计能够明确告诉人们怎么进行抗议……
有些网站提供给人们在线抗争的工具”④。其次，网
站的内容设置影响网民采取的社会行动，“对问题
的解释及原因分析和对行动系统地链接”⑤。再次，
互联网被视为有利于塑造认同、缓解搭便车困境的
工具。“在线 SMOs( 社会运动组织) 参与非正式网
络和直接控制通讯手段使得导致集体认同的形

成。”⑥曾繁旭等分析运动企业家依托于互联网平台
的相对民主的组织、动员和决策模式，有效动员和
培养信任，以及运动企业家通过构建集体认同缓解

搭便车困境成功抗争。⑦ 最后，通过以上途径，网民
“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 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
要的问题) 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⑧。
然而，将网络作为社会抗争动员机制的看法忽

视了离场介入者的主动性，这一视角存在三个

问题。

首先，忽视了社会抗争中政府面临的外部约

束。现有研究都共享一个视角———关注抗争直接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但是并没有考虑作为抗争

对象的政府所受到的约束。在一个国家内，政府拥
有合法化暴力在社会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以至于

非政府一方不得不凭借特殊的资源( 如道德) 游走

于前者提供的支持和约束之间。这种情形在社会
抗争一方为中央政府时或在高权能、低民主的政体
中尤为突出。⑨

然而，目前地方政府作为社会抗争的主要对

象，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一方面，政府作为主权
的行使者并不必然时刻行使国内最高权力，更不意

味着政府不受其他权力或条件的约束。在洛克的
经典论述中，人民还拥有“强力对付强力”的权利。瑏瑠

另一方面，弱者的身份可以作为抗争的武器，较之

强者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弱者还蕴含着道德潜

力、弱者抗争行为带有某种伸张正义的意味，弱者
能够享受制度性或政策性庇护瑏瑡，从而约束包括政

府在内的强者。尤其在网络时代，地方政府受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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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
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
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电话也能够实现即时性，但由于技术的阻碍，电话更多是

一对一的联系，而网络则是多对多的联系。理论上，光的
传播也需要时间，严格的即时性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对人

类的感知能力，是可以表述为即时性的。
Jennifer Earl，Katrina Kimport． Movement Societies and Digital
Protest: Fan Activism and Other Nonpolitical Protest Online．
Sociological Theory，2009，27: 226．
Jennifer Earl，Katrina Kimport． White Supremacists，Opposi-
tional Culture and the World Wide Web． Social Forces，2005，
84: 759．
Ｒobert Ackland，Mathieu O’Neila． Online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Anvironmental Movement． Social Networks，
2011，33: 187．
曾繁旭、黄广生、刘黎明:《运动企业家的虚拟组织:互联网
与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新模式》，载《开放时代》2013 年第
3 期。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载《开放时代》
2008 年第 2) 期。
［美］查尔斯·蒂利: 《政权与斗争剧目》第 87 页，胡位钧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英］洛克:《政府论( 下篇) 》，第 98 页，叶启芳、翟菊农译，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
治》，载《社会》200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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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约束。网络空间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各个分散
的权力相互竞争，“网络舆论、媒体报道与公权力三
者进行动态博弈，既充满对抗，也存在合作，且会在

不同的协商阶段呈现不同特点”。① 因而，地方政府
面临来自网络舆论和媒体的约束。例如，“宜黄事
件”中宜黄县政府因阻拦上访的行为受到公众的批
评而受到处罚。因而，我们需要重新评估政府在社
会抗争中受到的外部约束。
其次，对行动者角色的认定存在选择性偏差。

蒂利和塔罗已经发现，政府和政治行动者的互动

( 机制与过程) “存在于大量政治斗争中之因果关系
方面的相似性”②。换言之，抗争机制与过程主要发
生在政府与政治行动者之间，赋予旁观者为被动员

的对象或是抗争主体在居间联络与传播等机制的

作用下成为新的政治行动者的地位。“瓮安事件”
以来，“围观者”行动起来如烧毁县委大楼成为社会
抗争中不容忽视的“行动者”，换言之，“围观者”由
被动变为主动。因而，“围观者”成为建构社会抗争
的机制与过程的重要角色，而不只是其中一个环

节。在网络时代，利益相关者、媒体、普通民众等离
场者可以实现共时参与，③因而影响社会抗争事件

的行动者可能还包括离场介入者。离场介入者与
在场旁观者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空间的阻

隔，使得普通离场者难以在场。由于不在场，离场
介入者更具主动性，④可以自由决定支持社会抗争

中的某一方，向抗争双方提出新的议题。总之，离
场者并不是被动的、等待动员的，而是拥有影响甚
至主导社会抗争事件发展可能的，对社会抗争中各

类行动者角色的认定不能受选择性偏差的影响，将

行动者的角色固定化。
最后，过分强调动员机制。组织与动员是政治

过程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目前国内评估网络

作用的着力点———作为动员平台。然而，这并不意
味着松散的、组织程度不强的组织就必然难以发挥
作用。在“宜黄事件”中，钟家的组织性极差，资源
极不丰富，却最终将县委书记等“扳倒”。这说明内
源性组织起主导作用需要条件。在实体空间，抗争
是身体之间的接触，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因而组织与动员成为社会抗争能否持续、能否赢得
胜利的保障。无疑，网络能够凝聚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但是否作为抗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则需要进一步

考察。在实体空间，是非对错的最终定夺者是正义
的化身———法官，而在网络空间这一角色则让位于

舆论。因而，话语权成为网络世界的重要权力。话
语权依赖网民的关注和评论，在网络空间，引起关

注形成舆论压力本身就是目的，动员并不总是重

要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在社会抗争研究中不能忽

视离场介入者的存在，离场介入者应当进入研究的

视域，必须重新审视离场介入者在社会抗争事件中

的作用。
如何描述离场介入者对社会抗争的作用呢?

国内现有的研究一般按照利益关系，将离场介入者

称为旁观者( 网络围观者) ，有的还用“参与”描述旁
观者对社会抗争的影响。⑤ 然而，用“参与”不如用
“介入”准确，“介入”没有暗示加入社会抗争事件的
任何一方，但是也能表达对社会抗争事件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研究社会抗争，就要研究对事件产

生影响的行动者，“旁观者”不一定对事件产生影
响，而“介入者”则意味着可能或者实际上对事件有
影响。我们将介入者分为“在场介入者”和“离场介
入者”。在场介入者主要是指社会抗争事件的非直
接利益相关者中以及直接利益相关者中直接介入

到抗争事件的人，他们与直接利益相关者具有时空

同一性; 离场介入者是指社会抗争事件的非直接利

益相关者以及直接相关者中间接介入到抗争事件

的人，他们与直接利益相关者具有行动空间的差

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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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刘娜:《网络空间的话语抗争与议题协商》，载《新闻大学》
2012 年第 3 期。
［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 《抗争政治》，第 1 页，
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 2010 年版。
当然，这里的共时不仅指情境的同时再现，例如“现场直
播”，而是按照事件的发展，利益相关者、媒体和读者处于
事件发展的同一阶段。似乎，在纸媒时代也能够实现这里
的共时性，然而，网络技术的即时性和传播的广泛性，特别

是人人拥有“麦克风”是纸媒难以企及的( 人人拥有“麦克
风”意味着议程的设置不再是某些群体的特权，从而也使
得事件的发展更为扑朔迷离) 。
从而，这对于社会抗争主体来讲更具不确定性。具体原因
有二:一是抗争的相对方告诉“离场介入者”哪些内容是抗
争主体不能把握的，具体地，抗争相对方总是告诉“离场介
入者”对其有利对己不利的信息; 二是“离场介入者”基于
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解读和评价往往是主观的，这对于抗

争主体来讲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载《当代世界
与社会主义》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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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引入:乌坎事件及其启示

一般认为，农村和农民同互联网关系不大，但

这是一种误解。本文选取案例“乌坎事件”正是一
个反例。“乌坎事件”反映了农村和农民同互联网
的密切联系。本文对“乌坎事件”资料的获取来源
于近一年时间的在线观察( 2011 年 9 月 － 2012 年 7
月) 以及其他二手资料，包括中外媒体的报道、深度
访谈资料、视频、图片等。乌坎村民尤其是年轻人
熟练的互联网应用技术，为我们获取和甄别相关资

料形成研究案例提供了方便。
乌坎村位于汕尾市陆丰东海镇，分布 7 个自然

村，78 个姓，13 000 多名村民，拥有 9 000 亩土地，
已卖了 6 700 多亩。2011 年 9 月 21 日，乌坎村民到
陆丰市政府的第一次集体上访打破了村庄的平静，

并将这种不平静通过 BBS告诉广大网民，逐渐引起
网民的关注和传播。此次上访以村民提出收回“非
法”卖出的土地为始; 以陆丰市领导到现场接访为
发展; 以村民于当天中午自行散去而告终。回到乌
坎村之后，村民再次聚集到乌坎村委会，其间发生

了打砸行为，警察闻讯赶来制止。隔天，乌坎村民
与当地边防派出所发生冲突，造成部分警民受伤和

部分财物遭到损坏。随后，陆丰市成立处置案件领
导小组并派工作组进村。
然而，陆丰市工作组进村一个多月之后，事态

并未因此结束。有乌坎村民在互联网上发出《“乌
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划组织村民于 2011
年 11 月 21 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报道》的帖
子; 同时，有乌坎村民通过微博报道事件的最新进

展。果然，11 月 21 日，村民第二次到陆丰市政府集
体上访，上访村民打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等
一系列标语。随后三天里，乌坎村民还罢市、罢渔，
使当地生活受到影响。12 月 8 日，乌坎村民设置路
障，但放行记者，此时已有多家中外媒体进村报道。
12 月 9 日，汕尾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9． 21”
事件被村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炒作、利用、煽
动，企图将事件升级，特别强调“有境外势力”推波
助澜。当天，陆丰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敦促乌坎
9． 21、9． 22 系列案件违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
告》。隔天，又发布《关于再次敦促乌坎系列案件违
法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关于收缴非法爆
炸物品、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器具的通告》、《关于
坚决制止聚众扰乱交通秩序违法犯罪行为的通

告》，这些通告在乌坎村内外反复播报宣传。12 月
11 日凌晨 5 时，汕尾、陆丰二级公安机关组织出动
公安、武警、边防、消防警力及指挥车、水炮车、消防
车、救护车等清除乌坎村民设置的路障。当天，曾
参与陆丰“9． 21”案件的村民薛锦波在羁押期间死
亡，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 4 位乌坎村民。12 月 13
日，当地警方允许其他被羁押村民与亲人见面; 次

日，汕尾市对个别原乌坎村干部进行双规并冻结有

争议土地的开发事宜，与此同时，通报薛锦波死亡

原因及其初步鉴定结果。随后，乌坎村民举行集会
要求归还薛锦波尸体，并再次设置路障。在多次集
会当中，喊出“拥护中央”的口号。

12 月 20 日，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率领
省委工作组进村，表示为“挑头者”留足出路。省委
工作组下设土地问题与财务问题、村干部违法违纪
问题和村委换届选举问题等专项工作组，每个专项

工作组都公布联系电话，随时倾听乌坎村民的诉

求。12 月 28 日，广东省委工作组在乌坎村召开“村
委换届选举问题小组情况通报会”，认定乌坎村第
五届村委会( 原村委会) 换届选举整体无效。12 月
30 日，广东省委工作组乌坎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专
项小组指出，查实在乌坎村土地转让过程中存在受

贿等违纪情况，村民所反映的涉及土地流转问题是

存在的，其主要诉求也是合理的。2012 年 1 月 15
日，“挑头者”林祖銮被任命为乌坎村党总支书记及
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组长; 3 月 3 日，乌坎村重
新选举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林祖銮当选村委会主

任，“挑头者”杨色茂当选村委副主任。4 月 20 日，
汕尾市陆丰纪委宣布对原乌坎村党委、村委共 8 名
成员进行“双规”，表示将严肃查处他们在土地买
卖、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违纪行为。“乌坎事件”随着
广东省工作组开展调查工作以及乌坎村选举出新

的“两委”而平息。
在“乌坎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乌坎村民、村干

部、汕尾市政府、广东省委省政府、境内外媒体、学
者和普通网民活跃的身影。其中，乌坎村民、村干
部、汕尾市政府和广东省委省政府是在场的，而境
内外媒体、学者、新闻评论人和普通网民则主要是
离场的。离场者通过评论和报道介入其中，成为乌
坎村民和当地政府双方争取的对象，这也表明，在

“乌坎事件”中，除了在场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参与之
外，还存在着离场者的“离场介入”。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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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场介入何以可能

“离场介入”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这个
概念能否成立? 可能有人基于以下理由认为它与

中国的现实不符: 在道德层面上，人们信奉“各人自
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以免招
致不必要的麻烦; 在组织层面上，社会组织发育尚

不完全，离场介入似乎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动员和组

织能力; 在行动层面上，离场行动缺乏指挥者，难以

形成集中统一的力量。这些看法均是基于传统社
会、在场空间形成的结论。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互
联网时代，离场介入者通过多元信息渠道获取话语

权，营造另一个同步的抗争空间，使离场介入成为

可能。
(一)话语已经成为权力的重要构成要素

“当政治把权力的强制性的有形现实带入到人
的大脑和心理时，语言是转换器。语言是权力关系
的创始者和解释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就是语

言。”①就像虚拟技术一样，通过虚拟的感官刺激影
响人的行为。话语通过再现或虚构权力关系也可
以直接影响人的行为; 正因此，为了抑制话语对行

为的影响，法律对唆使、散布谣言者进行处罚。因
而，“从某个角度来讲，政治就是语言实践，而且我
们对任何政治实践的理解都将是不完整的，如果政

治不指的是构造它的话语”。② 具体地，“话语实践
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 它

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 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

系和信仰体系) ，它也有助于改变社会”。③“这三种
效果分别对应语言的三个功能和三种意义维

度———也就是我将称之为语言的‘身份’功能、‘关
系’功能和‘观念’功能的东西。身份功能关涉社会
身份得以在话语中确立的方式，关系功能关涉话语

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制定和协商，观念功

能关涉文本说明这个世界及其过程、实体和关系的
途径。”④话语这三个功能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社会
抗争结果:“身份功能”对应权利的确认( 如对乙肝
病毒携带者可成为公务员这一身份的确认) 、对抗
争组织合法性的确认( 如对某些环保组织的认可)

等;“关系功能”对应社会抗争主体之间的关系，例
如人民内部矛盾或者敌我矛盾;“观念功能”对应对
世界观、价值观的挑战，例如明治维新期间，日本传
统武士控诉现代性对传统的破坏，最终改变全盘西

化的方向，促使日本变成融合现代与传统的现代国

家。总之，话语能够影响社会抗争结果。
权力如果离开了话语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在

言行未分裂，言谈不空洞，行为不粗暴的地方，在言

辞不是用来掩盖意图而是用于揭露现实，行动不是

用来凌辱和破坏，而是用于建立关系和创造新的现

实的地方，权力才能实现。”⑤因而，在信息多元化时
代，若未能在信息中占据有利地位，只能丧失权力，

“权力无法实现的地方，它就消失了，再大的物质财
富也不能弥补无权的损失，历史上充满着这样的例

子”⑥。与此同时，话语在建构社会抗争结果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文化，“政治偏好和认知倾
向决定人们的政治行为，进而影响政治结构的稳定

和变化”⑦。因而，话语特别是舆论化的话语影响政
局稳定，容易引起政府尤其是高层政府的重视。
(二)离场介入者的话语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官方媒体掌握了正式的信息

渠道和新闻话语权。改革开放之后，都市报、晚报
兴起，由于市场等因素驱动，这些报纸不局限于发

挥宣传功能，还针砭时弊、表达民意、关注民生，舆
论一律的局面有所改观。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普
及，网民能够随时随地报道和评论新闻。中国网民
数量发展迅速，2003 年为 7 950 万，每年增加的数
量以千万计，到 2013 年 6 月底达 5． 91 亿，为 2003
年的 7． 43 倍，普及率达 44． 1%。⑧ 互联网不同于传
统的媒介，它集接收信息与发布信息为一体。由
此，人们获取和发布信息的渠道呈现多元化。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随着个体社会交往和生
活内容的丰富和多样化，“把所谓客观必然的物奉
为目的，而把活生生的人贬为手段”⑨的局面逐渐改
观，主体意识得到张扬，一元化的话语系统难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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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⑦

⑧

⑨

贺梦依:《政治话语的分析视角》，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4 期。
［英］查德威克:《研究政治想法———一种公共政治话语的
路径》，贺梦依译，载《政治研究》2000 年第 48 期。

④ ［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第 59，60 页，殷晓
蓉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

⑥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 157，157 页，王寅丽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 《公民文
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重版译者序言第3
页，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 2008 版。
原始数据来源: 第 32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13 － 09 － 01，http: / / tech． 163． com /special /cnnic32 /。
徐长福:《意识与异质性》，序言，见《拯救实践》，第一卷，
重庆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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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而变成多视角、理论工具多元和价值标准多
元化甚至个性化。而这个主体性张扬的过程通过
多元信息渠道促使话语权嬗变，从党报党刊向商业

化报纸再向网民扩展，并且这些主体之间相互竞争

话语权。“市场式的信息系统是一个自我检查的看
家狗系统，因为每一个渠道都受着另一个渠道的防

范”①，改变了精英引导舆论从上向下一级的传播方
式以及官方媒体缺乏外部限制的局面。
在网络空间，各级政府不能垄断话语权。以作

为中国微博最重要的平台———新浪微博为例，无论
是个人、媒体和各级政府都加入其中，因而，我们可
以根据他们的影响力②来衡量他们话语权的大小。
数据显示，媒体与政府在新浪微博的影响力不如个

人: 个人的最高影响力是政府最高影响力的 10 倍，
政府的最高排名只位于个人榜的第 205 位，媒体则
为第 22 位( 见表 1) 。可见，在网络舆论中，政府以
及媒体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远远落后于个人。影
响力较大的个人微博大部分是社会名流如明星、学
者，当然也有非名流者如“作业本”( 微博名字) 。因
而，网络话语权的结构呈现金字塔的形状，社会名

流位于顶端，媒体和政府居于中间，广大网民位于

底部。这个结构说明，政府和媒体难以垄断舆论。
没有多大影响力的个人微博一方面可以通过请求

有强影响力的微博的关注;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内容

的吸引力获得足够的关注，从而个人能够在舆论中

占据一席之地。

表 1 新浪微博部分微博粉丝数量排名③ (单位:条)

排名 名人人气 媒体人气 政府人气

1 53 422 780 29 943 847 5 865 960
2 50 790 247 28 563 154 5 720 201
3 50 612 913 23 427 763 5 484 198
21 30 016 718 / /
22 29 359 179 / /
204 5 961 020 / /
205 5 860 488 / /

话语不具有匮乏的特性，难以被某个群体或个

人垄断，随时可以被任何人制造出来，借助多元信

息渠道，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评论，成为信息源发布

者，因而，话语权的分布更加分散，从国家到个人都

可能拥有话语权。最为明显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
发展: 一方面，网络联结我国 44%的人口; 另一方
面，以文字、图片甚至录音录像现场直播的媒介化
处理技术能够方便信息的传播和受众的吸收。与

此同时，社会抗争利益诉求的话语凸显失序造成的

伤害。网民或者由于有相似的经历而对其表达支
持; 或者在评论中获得其他网民的赞扬而更为积极

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互联网匿名性的特点，
人们对言论需要承担的责任较小，一些平时不敢说

的话，就更可能表达出来; 而且越没限制，表达就越

自由、随意，变成宣泄。宣泄出来的话语较为激烈，
容易在信息海洋中引起关注，从而获得效能感。由
于网民数量庞大，以至于几乎每一种话语都可以寻

找到共鸣者甚至支持者，某事件一旦在网络中发酵

就容易受到动辄上万网民的关注和评论。而当某
一事件的支持者相对较多时，造成了一种声势，引

发更多受众跟从，就变成舆论甚至能够设置议程。
网民评论并不像正规新闻媒体一样需要经过

“把关人”的审查，而是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因
此，政府对网民的话语不能实现超前控制，这就使

得网民的话语权具有实现的可能。然而，这也可能
带来新的问题，即信息传播往往与谣言相伴而行，

网民需要自证其话语是真实信息而不是谣言。社
会系统通过树立权威机构发布信息，以便解决这个

问题。然而，一旦人们对权威机构产生质疑时，谣
言就不胫而走，从而增加沟通的成本。长期以来，
我国媒体的宣传喉舌功能优先于报道功能，让人们

产生逆反心理，以相信可能是谣言的“小道消息”来
满足好奇心。因此，谣言在社会上总能找到一定的
市场。在网络时代，人们并不局限于传播文字，往
往是图文并茂甚至动用视频。图片、视频虽然存在
被编辑或 PS的可能，但相对来讲难以造假，而且在
传播过程中不易出现偏差，从而能自证其真实性。
在乌坎事件中，社会名人、知名学者、媒体从业

者作为离场介入者的加盟，不仅增强了离场介入者

的话语权，而且增强了公众的信任感，从而使离场

介入者能够以所谓公正的姿态介入抗争事件并通

过与在场抗争者的互动对事件进程产生影响。
(三)离场介入者话语权的限度

离场介入者存在于虚拟空间中，此空间的大小

决定其话语权的限度。虚拟空间是技术的产物，其
存在及发展情况主要由技术和政府的容忍程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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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第 114 页，冯克利、阎
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通过粉丝的数量衡量微博的影响力。
数据来源: http: / /data． weibo． com / top /hot /all，2013 － 08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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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素决定。
网络中病毒、恶意攻击等数不胜数，为此网络

安全拦截技术、屏蔽技术得到发展。网站的访问、
搜索需要通过根域名才能被解析出来，从而实现封

杀。但根服务器由国家级单位控制着，地方政府难
以随意封杀某些言论; 而且封杀是要先出来才能封

杀，也就是说要传播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才能封

杀，但此时的封杀容易遭到网民的谴责。因而，封
杀并不轻易使用。特别地，如果涉及个人利益的言
论也封杀，那么面对几亿网民，封杀的成本太高了，

甚至封杀机器可能崩溃。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对网络的容忍程度，其界限

在于四项基本原则①，任何试图挑战四项基本原则

的言论往往会被屏蔽，那些登载极端言论的网站被

审查、整顿、关闭的可能较高。除此之外，针对地方
的、涉及个人利益的事情则很少被封杀。另外，社
会抗争双方可以雇佣网络水军、黑客，使自己在网
络舆论中占据优势地位，但这些手段的主要功能在

于引起关注，这并不是政府所愿意看到的。网络水
军公司也会考虑可能面临被制裁的风险而不敢介

入其中。因而，社会抗争双方主要靠网络舆论内容
决定其相对权力。在乌坎事件中，乌坎村民、汕尾
市政府和离场介入者在离场空间斗智斗勇争夺话

语权，都没有超出基本限度。

四、离场介入何以可为

尽管利益相关者是社会抗争研究关注的焦点，

但由于离场介入者对社会抗争事件的影响越来越

大，我们需要将它作为另一个关注的焦点。在社会
抗争事件中，离场介入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途径
影响事件的进程与走向? 透过“乌坎事件”，我们发
现了离场介入的可能性以及离场介入者发挥作用

的空间。
(一)离场介入者通过扩展抗争空间影响抗争

进程

第一，离场介入者在纵向上延伸抗争空间。如
果没有离场介入者的介入，“乌坎事件”只是地方性
事件。“乌坎事件”发生后，人民网、中国新闻周刊、
凤凰网等媒体对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甚至有的媒

体驻扎在乌坎村向国内外报道“乌坎事件”的进展。
同时，也有资深媒体评论人对事件发表评论，还有

学者从不同角度探寻事件发生的原因。这段时间，
更多的是众多网民的关注和评论。这些报道、研究

和评论经过互联网的传播，信息量为之大增，以致

该事件被“焦点化”。数据研究发现，在“乌坎事件”
初期，鲜有传统媒体对“乌坎事件”进行报道，互联
网为载体的论坛“促进了网民对事件的了解和村民
诉求的知晓”②，以致该事件能够发酵; 在“乌坎事
件”后期，微博发力，“推升了该事件的舆情热
度”③。离场介入者的关注和传播极大地扩散了“乌
坎事件”，使之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离场介入者还主动要求上级政府介

入。在乌坎事件中，拥有大量粉丝的于建嵘等学者
在广东省宣布介入“乌坎事件”之前就通过微博公
开建议广东省政府介入其中，提出“关于这个事件
我有几点建议，希望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到那里宣

布五条: 一是马上把所有的武警、警察撤走。二是
把所有人放了。三是马上对打人的警察进行审查。
四是建立有社会、国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合
调查组。五是通过民主选举重建社会组织”④。拥
有百万粉丝的于建嵘微博犹如一份畅销的报纸或

流行的电台对广东省政府构成了舆论影响。以新
浪微博为例，2013 年 8 月 18 日，于建嵘的影响力得
分为 984 分，略低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86 分，高于
任何政府的官方微博，后者最高为 931 分。王绍光
将从公众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的过程称之为“外压
模式”，他认为，转化的程度取决于压力的大小，压
力的大小取决于公众对议程的关注程度。⑤ 离场介
入者通过互联网提升“乌坎事件”的关注程度，使得
“乌坎事件”的处理突破市级政府的政策议程变成
省级政府的政策议程，纵向延伸了抗争空间。因
此，广东省委派出工作组介入乌坎事件。
第二，离场介入者在横向上拓展抗争空间。在

“乌坎事件”众多的标语中，有一条写着“反对独
裁”，这实际上是村民针对原村干部的。然而，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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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Jongpil Chung． Comparing Online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e Internet and the Political Ｒegime． Asian Sur-
vey，2008( 84) : 732．

③ 《官媒分析乌坎事件舆情: 汕尾书记讲话视频公布获好
评》，人民网，2012 － 12 － 30，http: / /news． ifeng． com /main-
land /detail_2012_01 /04 /11744434_0． shtml．
于建嵘:《社会学者眼中的公益》，2013 － 08 － 08，http: / /
www． 21ccom． net /articles / zgyj /ggzhc /article_2012030655000
_3． html．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载《开放时代》
200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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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标语在外媒的解读下变成了攻击中国的“炮
弹”①，使得“乌坎事件”到底反对谁成为需要重新思
考的问题。对此，汕尾市委有人认为，这条标语意
味着乌坎村民联合“敌对势力”反对中国，人民内部
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市委的这种态度是乌坎
村民始料未及的。为了回应这一指责，乌坎村民在
离场介入者的提醒下，打出“共产党万岁”、“中共有
青天”等标语，喊出了“拥护中央”、“维护权益”等
口号，实现了“乌坎事件”的“去标签化”。上述情况
表明，离场介入者能够设置新的议程，影响抗争行

动的走向。
综上所述，一方面，离场介入在纵向上延伸了

抗争空间，使得上级政府不得不重视该事件，有利

于矛盾抒发而不是进一步积累; 另一方面，离场介

入在横向上拓展了抗争空间，而离场介入者总是带

着自己的价值偏好参与抗争事件，这些价值偏好可

能超出事件本身的负荷。在乌坎事件中，对“敌对
势力”介入的担心、对抗争升级的风险预警，使得这
一事件上升到国家关注层面，同时也为在场和离场

的行动者带来了新的政治机遇和空间，也带来了合

理、稳妥解决问题更大的可能性。
(二)离场介入者用话语权影响抗争行动者

长期以来，政府对社会抗争的主要看法是将其

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使得抗争群体的动员能力大

为减弱，从而降低了抗争的规模和烈度，为稳定社

会秩序起到重要作用。同时，政府对抗争群体的描
述也不再一味是敌视性和对抗性的。云南省在“孟
连事件”之后，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不再使用“一小
撮别有用心的人”、“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之类的
说法，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主动通报的方

式，这些做法主要是为了占领舆论高地。对地方政
府而言，非制度化的参与行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合法

与否的问题; 而对抗争者而言，合法与否最重要的

是赢得舆论的接受和支持。此时，作为舆论的主要
体现———话语及其空间在社会抗争中具有重要作
用:话语不仅是抗争双方斗争的场所，也是争夺的

目标。因而，抗争双方的行动就不得不受到对舆论
的内容、传播范围及评价具有话语权的离场介入者
的影响②。离场介入者话语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离场介入者影响抗争行动者的抗争剧

目。乌坎村是粤东不是很发达的村庄，在这样一个
空间里发生的社会抗争剧目似乎不会有新奇之处。
然而，“乌坎事件”的抗争剧目却呈现新的特点。
“在很大程度上，传播过程告诉社会成员，他们能够
和应该合法地对那些开始进行的政治行动的动机

和意图提出疑问的程度。”③因而，对乌坎村民来讲，
要赢得离场介入者的关注和支持，首要的是将事件

传播出去。然而，离场者每天被海量的信息包围，
为了战胜其他信息，成为离场者关注的对象，乌坎

村民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技术，使抗争的内容更具媒

介化，甚至变成新闻通稿，媒体可以直接采用。同
时，在外地务工、经商的乌坎村民制作了广为传播
的视频《乌坎! 乌坎!》、《情系乌坎》MTV，还发布村
民示威集会照片，通过网络免费供网民下载，向外

界寻求网民关注、声援。在外工作的乌坎人利用微
博、虚拟社区等新兴媒介创造话语权，在新浪微博
上，名为“WK 鸡精”的博主发送了大量照片和文字
传播乌坎事件的进展，有些直接被纸质媒体采用并

报道。在上访和村内集会期间，乌坎村民打出许多
标语，这些标语很多来自离场介入者。按照福柯的
观点，这“既是一种权力技术，又是一种知识规则，
它通过一种特殊的空间分布试图组织该村复杂的

人和事及相互间的关系、获得一种涵盖和控制这种
复杂局面的工具，并给它们一种‘秩序’”④。在农民
群体性事件乱象丛生的阶段，乌坎村这种“秩序”毫
无疑问是容易上镜的，并且通过上镜为这种“秩序”
寻找接受者和支持者。
第二，离场介入者约束抗争双方的过激行为。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体能够通过图

片、视频输送“现场”，相当于一个个“证据”。在话
语权多元化的时代，这些“证据”的生产和传播是抗
争事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垄断的，以致于他们不得

不采取合法的方式。庞大的离场介入者的存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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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汕尾市市委书记语;中国读者主要通过互联网获取外媒解

读的信息。
当然，抗争主体与“离场介入者”是互动的，即“离场介入
者”也受到主体的影响，但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并不展
开。
［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第 176 页，任晓、
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缨译，第
168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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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村民在组织游行的过程中注重合法。组织者
林祖銮谈到第二次上访时说:“上访之前，我们就跟
派出所打了招呼。如果不按照国家的规定行动，办
理相关手续，那第一个犯法的人就是我。我跟村民
说，我不害你们，你们也不要害我，谁不听话我就开

除谁。”①在上访当天还特意派出上百年轻人维持现
场秩序。同时，汕尾市政府在与村民的对峙中也能
尽力保持克制: 在警民对峙期间，政府人员主动撤

退; 在“9·21 事件”新闻发布会之后，汕尾市并未
强行进村抓捕林祖銮、杨色茂等“挑头者”。事后，
乌坎村民和汕尾市政府理性的行为方式受到媒体、
学者和网民的称赞。可以设想，如果失去理性行动
的底线，在场行动者将受到舆论谴责。
第三，离场介入者平衡抗争双方的力量。随着

“乌坎事件”的发展，乌坎村民面对的不仅有原村干
部，还包括陆丰市政府、汕尾市政府。在人力和物
力上，陆丰市政府尤其是汕尾市政府无疑处于优势

地位。乌坎村民一开始就意识到这种差距，并且试
图改变这种差距，而改变的方法就是获取话语权。
村民在论坛发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
划组织村民于 11 月 21 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
报道》的帖子，吸引中外媒体的关注，在最高峰时村
里的媒体就有近百家，包括 BBC、每日电讯报、
NHK、纽约时报、台湾东森电视与香港多家电视台与
报纸等。在乌坎村民封锁村庄期间，只要听说是媒体
工作人员就放行，而且特意提供住宿和饮食条件。另
一方面，在人人可以设置议程的信息时代，话语权打

破了地域垄断。由此，汕尾市政府的话语也仅仅是舆
论中的一部分。因此，话语的地域性被打破，使得汕
尾市政府和乌坎村民的话语都可以放置在国内甚至

是国际舆论当中。由于离场介入者同情弱者的心理
效应，几乎都站在村民一方发声，乌坎村民的话语权

超过了汕尾市政府的话语权。因此，乌坎村民缩小了
与汕尾市政府的权力差距。或者说，话语权打破了现
有的官民力量对比格局，使得汕尾市政府在人力物

力财力上的优势发挥不出来，从而平衡了双方的力

量。如果没有离场介入者的支持，当地政府对待乌
坎事件的态度可能大不一样。

五、结 语

通过对离场介入分析，我们发现现阶段中国社

会抗争中出现了新的行动者，表现出新的动态。离
场者并不都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深度介入到社会

抗争事件中的行动者。离场介入者从纵向和横向
上扩展了抗争空间，影响着在场行动者的抗争剧目

以及行为方式，平衡了抗争双方的力量，离场介入

者作为重要的行动者塑造了整个抗争事件的行动

逻辑。社会抗争不仅是硬实力的对抗，还是软实力
的较量。在离场介入者的形塑下，社会抗争不仅争
取利益，还体现出某些价值倾向，例如理性、非暴力
等。从这个意义上看，乌坎事件的处理方式与处理
结果之所以被视为具有转折意义、标志性意义，除
了地方政府处理问题的人性化手法与方式值得称

道之外，离场介入者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互联网时代，尽管离场介入使社会抗争超越

地域范围的扩展成为可能，但是由于网民注意力、
精力有限或者出现“介入疲劳”等原因，并非所有社
会抗争事件都能够在虚拟空间受到广泛关注。因
此，离场介入的发生不会是普遍的，其影响和作用

也是有限的。在一个特定的抗争事件发生之后，从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离场介入者应当以

理性、平和、建设性的方式对事件发生影响，尽量避
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来

看，离场介入者应当以客观、中立、负责任的态度表
达意见，防止民粹主义式的舆论审判与道德审判。
只有将这两方面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离场介入者

才能在中国社会抗争舞台上扮演积极角色，释放有

意义的正能量。

【责任编辑:于尚艳】

① 《乌坎事件调查:薛锦波去世当晚看守所内有哀号声》，见

《中国新闻周刊》，2011 － 12 － 31，http: / /news． ifeng． com /

shendu /zgxwzk /detail_2011_12 /31 /11705379_0．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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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of-field Intervention in Chinese Social Contention in Internet Era———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Wukan E-
vent” ( by WANG Jin-hong，LIN hai-bi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contentious actors have diversified，including direct participants，witnesses and out-of-field interveners． Out-

of-field interveners have not ye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Wukan Event”，we found that the out-of-field inter-
veners are not passive bystanders，but ones with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rect participants． Out-of-field interveners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ontentious events． They attained that mainly by gaining more say with the help of the multiple channels of information，and then having an in-
fluence on the appeal and issues of present social contention，expanding the contentious space i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For these，out-
of-field interveners can play a role on shaping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directly，avoiding excesses，balancing power between the different people on pres-
ent content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out-of-field intervention is a new trend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ntion of China，and also a new perspective that is
indispensable for research of contention．

Key words: out-of-field intervention; out-of-field interveners; social contention;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The Mix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ing Civil Action
( by DAI Lin-li)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limitation of two major approaches to civil action research，then asserts that we should try to under-
stand the feature that is demonstrated by the blend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civil actions in present China．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may be called“contention-participation”． This new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includes two models: con-
tentious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ipant contention． It demonstrates the causal mechanis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contention-participation”actions by
analyzing two typical cases． On the basis of that，we suggest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civil action by making further mix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contention-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ntentious participation; participant contention; civil acti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by QIN Hui-yin，Fu Mei)

Abstrac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distinctive form and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in China． Why the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adopted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due to many aspects of inevitability and rationality． Delibera-
tive democrac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and it has co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It is the need of social-
ist market economy，a unique form of Chinese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realistic choice and effective way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cessity; rationality．

A Study 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 EUA Market and CEＲ Market ( by LIU Ji-xian，XIE Sai-sai)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s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 EVA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CEＲ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symmetrical spillover effects． This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tested by Granger causality test，
VAＲ model，MGAＲCH-BEKK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refused． It exerts dissymmetric spillover effects be-
tween the EUA market and the CEＲ market． On the aspect of income spillover，the EUA market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CEＲ mar-
ket，however the CEＲ market has no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EUA market． On the aspect of volatility spillover，there is a two-way negative vola-
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A and CEＲ markets． But the EUA market has a stronger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CEＲ market． The paper analy-
ses the reason why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rejected by empirical results and proposes some advice to our government．

Key words: carbon trading market; spillover effects; Granger Causality Test; VAＲ Model; MGAＲCH-BEKK Model．

Path Diversification of Workers' Ｒights Prote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Policy Comparison
( by HUANG Yan，DING Xiao)

Abstract: Chinese labor relations are facing fierce transformation，and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protection model has been challenged harshly． The
employment system of different nature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labor protection，labor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kers' rights protec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ore and more complex participation subjects． The traditional pat-
tern for solving labor relations by the government，trade unions，and workers was broken，and global civil society，consumer movement，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and the media have been involved．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on Chinese labor relations，summarizing the
challenges to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rights protection of trade unions brought about by path diversification of workers' right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labor policy;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daptation Capabilities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Ｒeciprocal Determinism”
( by ZHANG Jing，WANG Jin-yun)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aces adaptation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including economic，cultural and psycholog-
ical aspects． Based on Bandura＇Ｒeciprocal Determinism theory，the present study shows“four-level”training mechanism: ( I)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951


